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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年1月，突如其來的疫情危機打亂了中國大陸居民的春節節

奏。為有效阻斷本土疫情傳播，中國實施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公共衛

生應對舉措，對擁有900萬人口的武漢實施封鎖便是其中之一。「封閉

管理」後的武漢民眾如何跟進疫情進展，又經歷著怎樣的心態變化？

本研究在「封閉管理」期間通過對1,071位武漢市民進行電話問卷調查

發現，受訪者主要通過網路與微信來獲取疫情資訊，年長者對電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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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持高度依賴。研究還發現，媒體使用能顯著激發受眾的情緒反

應；與傳統媒體相比，新媒體使用更能激發民眾的正面與負面情緒。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社區有無確診病例會調節媒體使用與情緒反應之

間的關係，而資訊加工處理則對媒體使用與情緒反應之間的關係具有

仲介效應。在理論層面，本文豐富了「媒介依賴」的相關研究，特別將

民眾在疫情期間的正面情緒納入考察，拓寬了危機傳播研究的情緒圖

譜，闡釋並檢驗了民眾資訊處理在媒體使用與情緒反應關係之間的作

用機制。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封閉管理」、媒體使用、資訊加工處理、情緒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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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anuary 2020, the sudden outbreak of COVID-19 disrupted the rhythm 

of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strictest-ever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 

measures, one of which was to close outbound traffic from Wuhan—a major 

city with 9 million residents. During the city lockdown, how did Wuhan 

citizens cope with the pandemic? Did they experience mood swings? A 

telephone survey of 1,071 Wuhan citizens conducted during the lock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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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 that respondents mainly accessed pandemic-related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and WeChat, while the elderly remained highly dependent on 

television. The study also indicated that both traditional and new media use 

could stimulate emotional responses among the public, though new media was 

more powerful in evok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than traditional 

media. Additionally, we also found the number of confirmed infection in the 

community moder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edia use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edia 

use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Theoretically, this study enriches relevant research 

on media dependency, especiall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ositive emotions 

during the pandemic. It broadens the scope of research on emotion in crisi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xamine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edia use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Keywords: COVID-19, lockdown, media u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emotional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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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一遇」的全球健康危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

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

件。在疫情爆發與春節將至的雙重時間節點下，考慮到武漢作為華中

地區最大的交通樞紐，將要承擔數以百萬計的人口流動，中國政府果斷

對武漢市採取「封閉管理」策略，嚴防死守、遏制疫情擴散（白劍鋒、李

紅梅、申少鐵，2021）。為配合疫情防控，900餘萬市民留守家中，與

外部世界幾乎形成隔絕狀態。在此期間，民眾為及時跟進疫情資訊與

防疫進展，對媒體產生了深度依賴（中國廣視索福瑞媒介研究，2020）。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於社交媒體時代的傳播環境，與此前SARS、
H1N1、MERS等疫情爆發時所處的環境有很大不同。既有研究（喻國

明、張洪忠、靳一、張燕，2003）表明，在SARS疫情爆發期間，
67.40%的民眾通過傳統大眾媒介獲取疫情資訊，其中，電視（34.00%）

和報紙（24.50%）是最主要的信息渠道。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民眾

更多通過手機（95.00%）和電腦（56.00%）等電子媒介獲取疫情資訊，報

紙和雜誌（12.00%）等傳統媒介的使用率已大大降低（國家資訊中心，
2020）。「封閉管理」作為一種極其罕見的疫情防控措施，為探索重大突

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媒體使用及其效果提供了特殊的研究情境。因

此，描摹處於「封閉管理」狀態下武漢民眾媒體使用的概貌兼具現實意

義與學術價值。

當突發危機來襲時，直接或間接受到影響的群體，通常會產生複

雜的情緒反應（Coombs, 2004）。危機情境下的負面情緒反應，如恐

懼、悲傷、焦慮與憤怒等，普遍存在且難以避免（樊富珉，2003；
Xiang et al., 2020）。這些情緒的體驗感是負面的、不愉悅的，但帶來的

行為反饋卻可能是正向的、積極的。例如，適度的恐懼會增強個人的

警覺與戒備，促進適應性行為（adaptive behavior）採納（Kaim et al., 

2021; Witte, 1994）；又如，憤怒會驅使個人進行主動的信息尋求與精細

的資訊加工，從而為後續應對行動作充足準備（Zhou, 2020）。

與此同時，危機中的正面情緒反應，如希望、感激、欣慰等，也並

不鮮見，常常與負面情緒相伴而生。通常來說，正面情緒反應能夠幫助

人們緩解痛苦、保持開放心態、驅動靈活行為反應（Fredrick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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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nson, 1998）。然而，也有研究發現，單一的、過度的正面情緒可能

會導致盲目樂觀、麻痺大意，阻礙積極行為採納。例如，對於疫情不切

實際的樂觀，會降低民眾採納防護行為的意願（Van den Broucke, 2020）。

本研究僅以情緒體驗的愉悅程度區分「負面」與「正面」情緒，以期呈現

危機情境下的多元情緒景觀，該分類並不涉及對於情緒的價值判斷。

在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情境中，已有不少實證研究考察過媒體使

用對民眾情緒的影響。這些研究表明，媒體使用的增加往往會觸發或加

深民眾的負面情緒反應，例如恐懼、擔憂、焦慮等（劉魯川、張冰倩、

李旭，2019；韓拓等，2021）。有關媒體使用與正面情緒效應的研究則

鳳毛麟角（Kim & Niederdeppe, 2013），進一步對比傳統媒體與新媒體情

緒效果的研究更是寥寥無幾（Giri & Maurya, 2021; Liu & Kim, 2011）。鑒

於此，本文主要考察在疫情封閉管理之下，武漢市民的媒體使用與情緒

反應之間的關係機制，以期拓展危機情境下媒體使用的情緒效果研究。

民眾的資訊加工處理可能會進一步放大媒體使用對情緒反應的影

響。面對海量真假難辨、魚龍混雜的疫情資訊，民眾對於未經證實的

資訊、過度煽情的報導以及謠言等負面資訊的深入加工，可能會進一

步強化負面情緒反應；而對客觀科學報導與正能量新聞的認知投入可

能會放大正面情緒反應（Praveen, Ittamalla, & Deepak, 2021）。在新冠肺

炎疫情背景下，本研究意圖考察民眾的資訊加工處理在媒體使用與情

緒反應關係之間的仲介效應是否成立。

綜上，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了解處於「封閉管理」狀態

中的武漢民眾媒體使用及依賴概況；二是考察媒體使用對正、負面情

緒的直接影響效應，並對比傳統媒體使用與新媒體使用的情緒效果；

三是探究媒體使用如何通過民眾的資訊加工處理間接影響情緒反應。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民眾情緒

有關情緒的探討首先涉及到情緒的分類問題。情緒的維度理論認

為，核心情緒（core effect）在大腦中是連續的，由愉悅（pleasure）和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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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arousal）兩大維度混合而成（Russel, 2003）。這兩大維度也被稱為情

緒分類的「大二」（big two）模式。愉悅程度又被稱為效價（valence），在

愉悅與非愉悅之間變換，反映的是哪一個動機系統被情緒刺激激活；

喚醒也被稱為警覺（alertness），表明每個動機系統的激活程度，在平靜

與興奮之間變化（鄒吉林、張小聰、張環、于靚、周仁來，2011）。以

情緒的維度理論為基礎，本研究基於情緒體驗的愉悅程度將民眾的 

情緒反應劃分為「負面」情緒與「正面」情緒，該分類不涉及情緒的價 

值判斷。

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民眾的負面情緒普遍且顯著，主要表現為

擔憂（worry）、焦慮（anxiety）、抑鬱（depression）和憤慨（indignation）等（Li 

et al., 2020）。例如，在SARS爆發期間，許多人出現了焦慮、抑鬱、悲

傷等情緒，嚴重者甚至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陳麓、王軼晗，2004）。新

近研究（Li et al., 2020）通過對疫情爆發初期17,865名活躍微博用戶的帖

子進行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發現，民眾的情緒體驗整體趨於負

面，其中，焦慮、抑鬱和憤怒等情緒最為常見。在德國，對6,509名市

民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新冠肺炎大流行對民眾造成了一定的心理

困擾，超過50%的人存在明顯的焦慮情緒（Petzold et al., 2020）。

負面情緒的體驗感雖是不愉悅的、消極的，但可能帶來正面的、

積極的行為結果（Ning et al., 2020）。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研究

結果顯示，適度的焦慮、擔憂等負面情緒會提高民眾的風險防範意識

（Kim, Cho, & LoCascio, 2020），並促使他們採納積極的應對行為（Gan, 

Zhang, & Quan, 2021）。由此可見，在公共衛生危機中，適度的負面情

緒可能會驅動積極的個體行為反應，為社會層面的疫情管控減少阻礙。

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民眾的正面情緒反應同樣值得關注。社會

心理學的研究強調，人們的正面情緒與負面情緒常常是相伴而生的，即

便在危機情境下也不會缺席（Fofana et al., 2020）。在「9．11恐怖襲擊」

事件中，研究者發現，很多美國公民會對自己和親人的安全心存感激

（gratitude），並為他人祈禱（prayer），與此同時，同情（sympathy）、感興

趣（interest）、愛（love）等正面情緒也普遍存在（Fredrickson et al., 2003）。

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中，民眾也會因政府高效的防疫行動與有效的診療

方案而產生樂觀（optimism）之情（Praveen et al., 2021; Zhou et al., 2020）。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4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然而，不切實際的樂觀，也可能導致民眾低估風險，產生樂觀偏

差（optimism bias），妨礙積極行為採納（Weinstein, 1989）。例如，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間，過於樂觀會讓民眾產生錯覺，低估冠狀病毒的嚴重

性與易感性，認為自己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遠低於他人，因此便不願

採納防護行為（Van den Broucke, 2020）。與此同時，也有研究發現，過

分樂觀還可能會降低民眾的疫苗接種意願（Afifi et al., 2021），從而增加

個人的感染風險與疫情管控的難度。

疫情危機之中的媒體使用與情緒反應

根據Ball-Rokeach與Defleur（1976）提出的媒介依賴理論（media 

dependency theory），在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危機時，民眾的信息需求

越迫切，對媒體的依賴會越深。例如，2003年SARS期間，接近一半

的受訪者增加了媒體使用頻次（錢銘怡等，2003）。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的強力管控措施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眾面對面地線下交流，與此同

時，巨大的疫情壓力也激發了民眾強烈的表達與溝通訴求，致使他們

對於媒介的依賴進一步加深，甚至出現了社交媒體使用成癮的現象

（Brailovskaia & Margraf, 2021）。

最近十年來，公共衛生危機爆發期間的社交媒體使用呈指數級增

長。例如，H1N1爆發期間，Twitter和Facebook是人們獲取相關資訊的

最主要管道（Chew & Eysenbach, 2010）；又如，2013年荷蘭麻疹疫情期

間，Twitter是民眾了解麻疹疫情進展與防治舉措的重要媒介渠道

（Mollema et al., 2015）。與對傳統媒體健康訊息的被動接收不同，社交

媒體用戶不僅可以選擇性瀏覽豐富的健康資訊、還可以通過主動檢索

與線上討論等多種方式獲取所需信息。

目前，圍繞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媒介使用狀況的研究也發現，民眾

對於社交媒體的依賴程度普遍高於傳統媒體。如，閆岩與溫婧（2020）

對全國32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265名受訪者的線上調查發現，人

們對新媒體（微信公眾號和微博）的使用頻率顯著高於傳統媒體。李曉

靜、付強、王韜（2021）的研究發現，內地大學生更多使用社交媒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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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微博）獲取疫情信息，丁香醫生、微醫等科普自媒體在信息及時

性與專業度上的優勢贏得了年輕受眾青睞。另外一項針對德國和意大

利民眾的研究也表明，50%的德國市民和60%的意大利市民認為，社

交媒體是他們獲取疫情資訊最主要的管道（Brailovskaia et al., 2021）。

那麼，處於「封閉管理」管控下的武漢市民，其媒體使用狀況如何？由

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1：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處於「封閉管理」狀態中的

武漢民眾，對報紙、電視、互聯網、微信及其他社交

媒體平台的使用強度如何？他們通過這些媒體平台對

疫情相關資訊的關注程度如何？

既有研究關注到，民眾負面的情緒反應可能源於對過量資訊以 

及負面消息的關注。長時間、重複接觸風險性媒介資訊會增加民眾的

認知負擔（cognitive load）與信息疲憊（message fatigue），進而觸發焦慮

與抑鬱情緒（劉魯川等，2019；Wang et al., 2022）。對於偽信息、謠言

與「陰謀論」等資訊的接觸會更進一步激發民眾的負面情緒反應。例

如，聲稱「5G與冠狀病毒存在秘密聯繫」的陰謀論激發了民眾的憤怒 

（anger）（Jolley & Paterson, 2020），類似「官方媒體掩蓋了疫情真相」等

陰謀論則令民眾感到焦慮（anxiety）與憤怒（anger）（Peitz et al., 2021）。
Farooq、Laato以及 Islam（2020）針對芬蘭大學225名師生的研究結果也

顯示，由於網路中含有大量的情緒化表達以及未經證實的資訊，頻 

繁使用網路媒體會導致資訊過載，從而引發民眾的抑鬱、擔憂等負面

情緒。也就是說，在疫情危機情境下，過度的媒介依賴可能會增加民

眾接觸到負面資訊的概率，加重認知負擔與信息疲憊，從而激發負面

情緒。

也有研究表明，重大突發衛生事件中媒體使用能激發民眾的正 

面情緒反應。民眾在媒體使用過程中，因了解到有效的防控措施、治

療方案等，會增強其應對疫情的信心、希望與樂觀（Praveen et al., 

2021）。此外，社交媒體具有強大的互聯性，可以增強民眾理解現狀、

協同解決問題的能力（Zhou et al., 2020），這也有助於增強他們應對疫

情的樂觀情緒（Cauberghe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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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大眾媒介對榜樣人物與英雄事跡的報導可引發受眾的

情感共鳴，激發其正面情緒反應。例如，新聞報導中醫護人員捨己為

人的事跡，會喚起民眾的認同與敬佩；感人至深的凡人故事，予人以

溫暖和希望；科學家們的精益求精與無私貢獻，幫助民眾樹立信心、

建立信任（李宗亞、張明新、魏然、朱毅誠，2021）。綜上，我們推斷

疫情期間的媒體使用能顯著激發民眾的正、負面情緒反應。基於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研究假設1： 處於「封閉管理」狀態中的武漢民眾，其媒體使用與正

面情緒反應呈正相關。

研究假設2： 處於「封閉管理」狀態中的武漢民眾，其媒體使用與負

面情緒反應呈正相關。

相比較而言，傳統媒體使用往往比新媒體使用更能激起民眾的正

面情緒，尤其是在中國大陸地區。大陸的傳統媒體以官方資訊為主，

信源更加可靠、內容也更加權威（黃文森，2014），並且更加傾向於報

導疫情防控的可喜態勢與積極進展（李龍飛、張國良，2021）。例如，

新華社等官方媒體更多圍繞抗擊疫情的積極行動展開報導，更常使用

「鼓勵」、「安慰」等框架來堅定勝利抗擊疫情的信心，較少使用「衝突」

與「不確定性」框架突出疫情防控的困難與阻礙（沈雨柔，2020）。因

此，傳統媒體使用可能更易激發民眾的正面情緒反應。

研究假設3： 與新媒體相比，傳統媒體使用更能激發民眾的正面 

情緒反應。

與傳統媒體相比較，新媒體使用可能更易激發民眾的負面情緒反

應。不同於大多數傳統媒體的積極正面論調，新媒體中可能有更多負

面的、非官方的訊息。當傳統媒體提供的資訊有限時，新媒體成為民

眾重要的「替代性」（alternative）信息源。例如，在SARS病毒流行初

期，官方媒體的缺位導致國內民眾常常通過互聯網和短信來獲取小道

訊息（Tai & Sun, 2007）。同樣，在韓國MERS疫情爆發之初，主流傳統

媒體在政府監管下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負面資訊的傳播，民眾便轉向社

交媒體獲取未經審查與過濾的、一手的即時資訊（Kim, 2016）。新冠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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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疫情期間，社交媒體上更是充斥著大量魚龍混雜、真假難辨的偽信

息、謠言以及「陰謀論」，甚至引發了「信息疫情」（infodemic）（Allington 

et al., 2020; Goreis & Kothgassner, 2020）。也就是說，疫情危機情境下

新媒體的使用可能會增加民眾接觸到負面資訊與偽信息的機率，因此

更易激發民眾的負面情緒。

此外，新媒體上的負面情緒表達也比正面情緒表達更為普遍廣泛

（Fan et al., 2019），且在危機爆發時，負面情緒比正面情緒更容易在新

媒體中傳播與擴散（Steinert, 2021），形成單級化的「情緒螺旋」（徐翔、

陽恬，2018）。例如，在MERS危機期間，焦慮（anxiety）與恐懼（fear）

是網絡留言板和社交媒體上最為顯著的情緒表達，接近80%的個人表

達都帶有明顯的負面情緒屬性（Song et al., 2017）。據此，我們推測新

冠肺炎疫情期間的新媒體使用可能更易激發民眾的負面情緒反應。

研究假設4： 與傳統媒體相比，新媒體使用更能激發民眾的負面 

情緒反應。

社區有無確診病例對媒體使用與情緒反應關係的調節作用

疫情封閉管理期間，所在社區有無確診病例可能是影響媒體使用

與民眾情緒反應之間關係的重要變量。已有的研究表明，周邊確診病

例情況會影響民眾的情緒波動。例如，在澳大利亞，隨著新冠肺炎確

診數量的增加，人們的正面情緒隨之減弱，抑鬱程度隨之增強（Zhou et 

al., 2021）。一項針對中國留學生的在線調查表明，周邊有確診病例是

激發其焦慮情緒的重要因素（Ma & Miller, 2020）。在國內新冠疫情爆發

初期開展的研究也顯示，所處地區的疫情嚴重程度會影響當地居民「擔

憂」情緒的強度（章燕、邱凌峰、劉安琪、鍾淑嫻、李介辰，2020）。

據此，我們推測所在社區有無確診病例可能會影響媒體使用與民

眾情緒反應之間的關係。所在社區有無確診病例是民眾感知周邊疫情

嚴重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而周邊疫情嚴重程度對民眾來說具有更強

的相關性、接近性與威脅性，因此更能影響民眾的情緒反應（Witte, 

1994）。具體來說，我們推測如果所在社區有確診病例，媒體使用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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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正面情緒反應之間的關聯會減弱，與負面情緒反應之間的關聯會增

強。鑒於目前沒有更多實證依據，我們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2： 所在社區有無確診病例是否會對媒體使用與民眾情緒

反應之間的關係具有調節作用？

資訊加工處理在媒體使用與情緒反應之間的仲介效應

媒體使用對情緒反應的觸發，可能經由資訊加工處理進一步強化

（Freiling et al., 2021）。疫情爆發期間，各路媒介中的疫情相關資訊體量

龐大、魚龍混雜，既有公正、科學的客觀報導，也不乏大量未經證實的

虛假資訊、假新聞、過度煽情報導、謠言以及「陰謀論」等（Pummerer et 

al., 2022）。受眾對此類資訊的深度思考與精細加工，很有可能導致負

面思維（negative thinking）與強烈的風險感知，激發焦慮、恐懼、憤怒

等負面情緒（Jungmann & Witthöft, 2020）。例如，民眾對於新冠疫情資

訊的過度關注與認知投入易觸發恐懼、焦慮等負面情緒，嚴重者甚至會

產生「疼痛感」（Gao et al., 2020）。

與此同時，大量客觀、科學的疫情報導與正能量新聞也在各路媒

介上廣泛傳播（常樂、王璐、李小雙，2020）。對於客觀疫情報導的深

加工可以幫助民眾更全面、準確地了解病毒風險、疫情動態與防疫進

展，從而緩解過度擔憂與恐懼，並對戰勝疫情保持希望與樂觀（Vos & 

Buckner, 2016）。同時，民眾對於正能量新聞（例如英雄事跡、榜樣故

事等）的深度情感共鳴也更容易激發感動、感激、鼓舞等正面情緒（李

宗亞等，2021）。此外，良好的資訊處理能力也能夠幫助民眾及時辨別

媒介中的虛假資訊與謠言，從而緩解焦慮，增強信心。例如，H1N1疫

情中一項針對荷蘭民眾認知、情緒與行為變化的研究發現，隨著疫情

的發展以及對於H1N1病毒了解的加深，民眾的焦慮情緒逐漸得到了緩

解，這與他們開始能夠判斷資訊準確性、辨別謠言有很大關聯（Bults et 

al., 2011）。綜上，民眾對疫情資訊的精細加工既可能強化負面情緒反

應，又可能加強正面情緒反應。鑒於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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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5： 處於「封閉管理」狀態中的武漢民眾，其對疫情相關資

訊的加工處理程度，在媒體（傳統媒體（研究假設5–1）

和新媒體（研究假設5–2））使用與正面情緒反應之間

具有顯著的仲介效應。

研究假設6： 處於「封閉管理」狀態中的武漢民眾，其對疫情相關資

訊的加工處理程度，在媒體（傳統媒體（研究假設6–1）

和新媒體（研究假設6–2））使用與負面情緒反應之間

具有顯著的仲介效應。

圖一　研究的理論模型

研究方法

調查與樣本

本研究於2020年2月20日至3月10日期間，委託專業調研機構零

點調查公司對留守武漢的市民進行電話問卷調查。調查員總計撥打電

話70,164次，由於無人接聽、開場白處拒絕訪問、電話佔線、甄別題

受訪者過濾等原因，共回收1,071個有效樣本。回應率為4.67%。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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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男性有552名，佔51.50%，女性有519名，佔48.50%。調查對象

分佈在18–82歲（平均數 = 41.69）。具體而言，18–24歲受訪者佔8.22%

（88名），25–34歲受訪者佔28.01%（300名），35–44歲受訪者佔21.48%

（230名），45–54歲受訪者佔19.23%（206名），55歲及以上受訪者佔
23.06%（247名）。調查對象分佈在武漢市13個行政區中，平均每個行

政區有82名受訪者。 

變數測量

I. 媒體使用

本研究的第一個目標，是了解處於「封閉管理」狀態中的武漢民眾

的媒體使用概況。具體來說，我們從兩個方面來展開：對六種代表性

媒體的使用強度和疫情資訊關注度進行測量。其一，媒體使用強度。

首先，本研究選擇了電視和報紙，作為傳統媒體的代表，它們在中國大

陸的滲透率遠高於其他傳統媒體。其次，我們選擇另外四種具有代表

性的新媒體，包括網路、微信、微博和其他社交媒體（如知乎、豆瓣、
QQ等）。最新的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的資料表明，它們是中國大陸

民眾廣泛使用的新媒介（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2022）。在調查中，

我們詢問被訪者最近每天大約花多少時間看電視？（或者，看報紙、上

網、看微博、看微信、使用其他社交媒體）。其二，疫情資訊關注度。

我們詢問被訪者在觀看／使用這些媒介時，對於「新冠肺炎」相關資訊的

關注程度如何？回答方式從「1」（完全不關注）到「5」（非常關注）。

II. 資訊加工處理

詢問受訪者對媒介中「新冠肺炎疫情」相關資訊的加工處理程度。

受訪者需要描述對下列陳述句的同意程度（回答方式從「很不同意」= 1

分，到「很同意」= 5分）：（1）我會思考疫情對我的工作和生活可能產生

的影響；（2）我會把各方面的資訊綜合起來考慮，得出我自己的結論；

（3）我會進行比較和鑒別，發現有的資訊可以相信但有些不能相信；（4）

我會根據所得到資訊，認真地評估自己和家人感染病毒的機率。主成分

因素分析顯示，這四個題項呈現一個面向，共可解釋50.91%的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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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en value = 2.04, Cronbach’s alpha = .68）。將受訪者四個題項的得分

加總除以4，建構「資訊加工處理」指標（平均數 = 4.01，標準差 = .57）。

III. 情緒反應

關於情緒反應的考量，主要採納 Izard（1977）的差異情緒量表

（differential emotions scale），並在此基礎上作出適當調整。本研究測量

六個負面情緒和五個正面情緒，負面情緒涵蓋：（1）憤怒；（2）恐懼；

（3）悲傷；（4）焦慮；（5）擔憂以及（6）沮喪；正面情緒涵蓋：（1）感激；

（2）敬佩；（3）信任；（4）充滿希望以及（5）認可。受訪者需要回答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間，他們感知到不同類別情緒的強度（從「非常低」= 1分，

到「非常高」= 5分）。主成分因素分析顯示，正面情緒的五個題項呈現

一個面向，共可解釋50.40%的變異量（Eigen value = 2.52, Cronbach’s  

alpha = .75）。因此，我們把受訪者在這五個題項上的得分加總除以5，

建構「正面情緒」指標（平均數 = 4.40，標準差 = .46）。有關負面情緒的

六個題項呈現一個面向，共解釋60.00%的變異量（Eigen value = 3.60, 

Cronbach’s alpha = .87）。我們把受訪者在這六個題項上的得分加總除以
6，建構「負面情緒」指標（平均數 = 3.28，標準差 = .80）。

研究發現

武漢「封閉管理」期間民眾的媒體使用概貌

為回答研究問題1，我們對處於「封閉管理」狀態中的武漢民眾媒體

使用及依賴狀況展開描述性分析。

在媒體使用強度方面，不使用微信、不上網、不看電視、不使用

其他社交媒體的受訪者，分別佔5%、14%、28%、59%。可見，在「封

閉管理」狀態中的武漢民眾日常最為依賴的媒介，按照重要性排序依次

是：微信、網路、電視、QQ／豆瓣／知乎等社交媒體、微博、報紙。

總的來說，新媒介的重要性非常突出。

在媒介疫情資訊的關注度方面，表示自己「比較關注」和「非常關

注」網路上疫情資訊的被訪者，佔比為72%；對於微信和電視這兩種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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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來說，分別是63%、57%；對於QQ／豆瓣／知乎等社交媒體而言，

則要低很多，是21%。可見，對於「封閉管理」狀態中武漢民眾的疫情

資訊關注度而言，最重要的媒介依次是：網路、微信、電視、QQ／豆

瓣／知乎等社交媒體。

為了從人口學、社會文化因素和危機情境因素方面解釋武漢民眾

「封閉管理」狀態中的媒介依賴現象，我們實施了如表一所示的多元線

性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使用強度方面，總的來說，年齡較大者和

教育程度較低者，更加依賴電視這種傳統媒體；年齡較小者和教育程

度較高者，更依賴網路、微信等新媒體。在對危機資訊的關注程度方

面，也基本呈現如上規律。與此同時，收入水準越高者，越關注疫情

資訊。此外，研究結果還發現，與子／女／子女同住的受訪者，其對網

路與微信疫情資訊的關注度更高。這些研究結果部分呈現了在重大突

發危機狀態下，尤其是處於特別的管控措施（「封閉管理」）下，民眾的

媒體使用強度和對媒體危機資訊的關注度概況。

表一　預測媒體使用強度和疫情資訊關注度的線性迴歸分析

媒體使用強度 疫情資訊關注度

預測變數 電視 網路 微信 其他 

社交 

媒體

電視 網路 微信 其他 

社交 

媒體

年齡      .22
***

 –.27
***

 –.23
***

   –.21
***

      .28
***

   –.11
***

   .07
#

   –.17
***

性別（女 = 0） –.01 .04 –.09
**

–.02 –.04   .02   .01   .01

教育程度    –.14
***

   .19
***

.04      .11
***

  –.09
**

     .21
***

  .00    .06
#

收入水準   .04 .02 .04 –.03    .06
*

   .07
*

   .07
*

   .06
#

婚姻狀態（未婚或其他 = 0） –.01 –.08
*

.03 –.06 –.02   .03    .09
*

–.02

獨居（否 = 0） –.00 .02  .07
*

–.00 –.02   .03   .03 –.01

與父／母／父母同住（否 = 0） –.02 .03 .05   .03 –.04   .01 –.04 –.02

與子／女／子女同住（否 = 0）  –.06
#

.01 .03   .00 –.04      .13
***

    .11
**

  .02

社區所在區域（遠城區 = 0）   .05  .06
#

  .09
**

  .00   .02   .02   .01   .01

社區是否有確診病例（否 = 0）   .01 .01 .03    .08
*

  .02 –.02    .06
#

   .05
#

Adj. R%
2

8.50*** 19.50*** 7.60*** 10.50*** 10.10*** 8.30*** 4.50*** 4.60***

註： N = 1,071；表中迴歸係數為標準化迴歸係數β；# p < .10, *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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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媒體疫情資訊關注度的四個指標進行分析，發現受訪者對電

視（平均數 = 3.34，標準差 = 1.66）和其他三種新媒體管道上疫情相關資

訊的關注度，均不相關；但對微信、互聯網和其他社交媒體上疫情資訊

的關注度，呈現為顯著的兩兩正相關性（r均值超過0.20，p < .01）。分

析還發現，關於三個新媒體疫情資訊關注度的專案中，只有一個公因數

存在（Eigen value = 1.50, Cronbach’s alpha = .50），我們據此將它們構建

為「新媒體疫情資訊關注度」指標（平均數 = 3.20，標準差 = .95）。

媒體使用對民眾情緒反應的影響

本研究通過線性迴歸分析檢驗媒體使用對民眾情緒反應的影響。

考慮到調查正值武漢施行「封閉管理」政策的特殊時期，除了常見的人

口統計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婚姻狀況）外，我們

還將受訪者的居住情況以及所在社區是否有確診病例也作為控制變項

置入迴歸分析的第一階層；第二階層為媒體使用強度；第三階層為交

互項。因變項為民眾的情緒反應。

迴歸分析結果（表二）顯示，傳統媒體（β = .12, p < .001）和新媒體 

（β = .15, p < .001）的使用強度均能顯著預測民眾的正面情緒，即民眾

的媒體使用強度越高，其感知到的正面情緒越強烈，研究假設1因此得

到了驗證。新媒體（β = .15, p < .001）比傳統媒體（β = .12, p < .001）更

能預測民眾的正面情緒。因此，研究假設3沒有獲得支持。

與此同時，傳統媒體使用強度與民眾負面情緒之間的關係並不顯

著（β = –.01, p > .05），但新媒體使用（β = .20, p < .001）能夠顯著預測

民眾的負面情緒。也就是說，民眾的新媒體使用強度越高，其感知到

的負面情緒也越強烈，研究假設2因此得到了部分支持。此外，由於傳

統媒體使用對負面情緒沒有預測力，而新媒體使用能夠顯著預測民眾

的負面情緒，研究假設4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此外，迴歸分析的結果還顯示，所在社區有無確診病例可能對媒

介使用與情緒反應之間的關係具有調節效應。對此，我們將展開進一

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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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預測情緒反應的線性迴歸分析

正面情緒 負面情緒

預測變數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第一階層 控制變數

年齡 –.02 –.02   .06   .06

性別（女 = 0） –.06  –.06
*

   –.14
***

    –.14
***

教育程度     –.16
***

    –.16
***

   –.16
***

    –.16
***

收入水準   .03   .03 –.01   .00

婚姻狀態（未婚或其他 = 0）   .00   .01   .06   .06

獨居（否 = 0）   .04   .04 –.03 –.03

與父／母／父母同住（否 = 0） –.06  –.06
#

–.06 –.06

與子／女／子女同住（否 = 0）   .03   .02 –.05 –.05

社區是否有確診病例（否 = 0）   .01   .00     .09
**

    .09
**

△ R
2%     3.90***     3.90***     6.30***     6.30***

第二階層 媒體使用

傳統媒體       .12
***

     .12
***

–.01 –.01

新媒體       .15
***

     .14
***

     .20
***

      .20
***

△ R
2%     3.90***     3.90***     3.70***     3.70***

第三階層 交互項

傳統媒體使用*社區有無確診病例 --   .01 --   .03

新媒體使用*社區有無確診病例 --   –.09
**

--   .03

△ R
2% --   0.80*

-- 0.10

Adj.R
2%  6.80  7.40 9.00 9.00

F     8.05***     7.59***   10.63***     9.13***

註： N = 1,071；表中迴歸係數為標準化迴歸係數β；#
 p < .10, 

*
 p < .05, 

**
 p < .01,  

***
 p < .001.

社區有無確診病例的調節效果檢驗

為回答研究問題2，本文通過Hayes（2013）PROCESS macro程式中

的模型1來檢驗社區有無確診病例對媒體使用與情緒反應之間的調節作

用。調節效應模型檢驗結果顯示（表三），社區有確診病例會反向調節

新媒體（B = –.09，置信區間CI = [–.15, –.03]）使用對於正面情緒的影響

作用，而對傳統媒體使用（B = –.00，置信區間CI = [–.04, .03]）與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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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之間的關係不具有顯著調節作用。社區有確診病例對傳統媒體使

用與負面情緒（B = .02，置信區間CI = [–.04, .08]）、新媒體使用（B = 

.07，置信區間CI = [–.03, .18]）與負面情緒之間的調節效應均不顯著。

表三　社區有無確診病例的調節效應檢驗

正面情緒（Y1）

B 標準誤 下限 上限

傳統媒體使用（X1）   .05 .01   .03   .06

社區有無確診病例（M） –.02 .02 –.07   .04

傳統媒體使用*社區有無確診病例 –.00 .02 –.04   .03

新媒體使用（X2）   .07 .02   .04   .09

社區有確診病例（M） –.03 .03 –.09   .02

新媒體使用*社區有無確診病例 –.09 .03 –.15 –.03

負面情緒（Y2）

B 標準誤 下限 上限

傳統媒體使用（X1）   .03 .15   .01   .06

社區有無確診病例（M）   .11 .05   .01   .21

傳統媒體使用*社區有無確診病例   .02 .03 –.04   .08

新媒體使用（X2）   .13 .03   .08   .18

社區有確診病例（M）   .09 .05 –.01   .18

新媒體使用*社區有無確診病例   .07 .05 –.03   .18

註：N = 1,071；表中迴歸係數為非標準化迴歸係數B；上限和下限取95%的置信區間。

資訊加工處理的仲介效果檢驗

本文通過Hayes（2013）PROCESS macro程式中的模型4來檢驗資訊

處理對媒體使用與民眾情緒反應關係之間的仲介效應。仲介效應模型檢

驗結果顯示（表四），資訊處理策略能夠部分仲介傳統媒體使用（B = 

.01，置信區間CI = [.00, .01]）與新媒體使用（B = .03，置信區間CI = [.02, 

.04]）對正面情緒的影響效應。Sobel檢驗法也證實了資訊處理的仲介效

應顯著（Sobel test = 6.54, p < .001; Sobel test = 7.85, p < .001）。也就是

說，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使用強度越高的民眾，其對於疫情資訊的加工處

理程度越高，正面情緒反應便越強烈，因此研究假設5得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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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介效應模型檢驗結果還顯示，資訊處理策略也能夠部分仲介傳

統媒體使用（B = .01，置信區間CI = [.00, .01]）與新媒體使用（B = 

.03，置信區間CI = [.02, .04]）對負面情緒的影響效應。Sobel檢驗法的

結果也證實了資訊處理的仲介效應顯著（Sobel test = 3.70, p < .001; 

Sobel test = 3.30, p < .001）。也就是說，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使用強度越

高的民眾，其對於疫情資訊的加工處理程度越高，負面情緒反應便越

強烈，因此研究假設6獲得支持。

表四　資訊加工處理的仲介效果檢驗

　 B 標準誤 下限 上限

傳統媒體疫情關注度（X1）→資訊處理（M） .03 .01 .01 .05

資訊處理（M）→正面情緒（Y1） .19 .02 .15 .24

傳統媒體疫情關注度（X1）→資訊處理（M）→正面情緒（Y1） .01 .00 .00 .01

新媒體疫情關注度（X2）→資訊處理（M） .16 .02 .12 .19

資訊處理（M）→正面情緒（Y1） .19 .03 .14 .24

新媒體疫情關注度（X2）→資訊處理（M）→正面情緒（Y1） .03 .01 .02 .04

傳統媒體疫情關注度（X1）→資訊處理（M） .03 .01 .01 .05

資訊處理（M）→負面情緒（Y2） .25 .04 .17 .33

傳統媒體疫情關注度（X1）→資訊處理（M）→負面情緒（Y2） .01 .00 .00 .01

新媒體疫情關注度（X2）→資訊處理（M） .16 .02 .12 .19

資訊處理（M）→負面情緒（Y2） .21 .04 .12 .30

新媒體疫情關注度（X2）→資訊處理（M）→負面情緒（Y2） .03 .01 .02 .05

註：N = 1,071；表中迴歸係數為非標準化迴歸係數B；上限和下限取95%的置信區間。

結論與討論

研究的主要發現

本研究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通過對1,071名處於「封閉管理」

狀態下的武漢民眾進行電話問卷調查的結果發現，媒體使用強度越

高，民眾的正面與負面情緒反應都越強烈，且新媒體使用比傳統媒體

使用更能顯著影響民眾的正面與負面情緒反應。與此同時，社區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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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病例能部分調節媒介使用與情緒反應之間的關係。此外，資訊加

工處理還對媒體使用與情緒反應之間的關係具有仲介效應。

與SARS、MERS等傳染性疾病爆發時所處的媒體環境不同，新冠

肺炎疫情期間，網路與社交媒體已成為民眾獲取疫情資訊最主要的媒

介渠道（閆岩、溫婧，2020）。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78.7%的市民依賴

新聞網站，62.7%的市民通過微信獲取疫情資訊（Liu, Zhang, & Huang, 

2020）。可見，網路媒體和社交媒體是新冠肺炎疫情中民眾獲取資訊的

最主要管道，這不論在「封閉管理」中的武漢，還是全國其他地區，情

況都是相似的。

與此同時，本研究還發現，民眾的年齡、學歷會影響其在疫情期

間的媒體使用強度。中、青年受眾的網路媒體使用強度更高，老年受

眾更多是通過觀看電視獲取疫情資訊；學歷較低的受眾更多關注電視

與微信資訊，學歷較高的受眾其網路媒體的使用強度更高。此外，民

眾的收入水平與居住狀態會影響其對疫情資訊的關注程度。收入水平

越高的受訪者，對疫情資訊的關注程度也越高；與子女同住者，其對

網路與微信疫情資訊的關注程度更高。這些研究結果描摹了疫情封閉

管理下武漢民眾獨特的媒體使用概貌。

與我們的預期相同，民眾的新媒體使用強度越高，負面情緒越強

烈。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大量斷章取義、空穴來風的虛假新

聞、偽信息甚至陰謀論充斥社交媒體平台（吳世文，2020）。在充滿不

確定性的疫情爆發初期，這些捕風捉影、虛假扭曲的資訊會激發與強

化處於「封閉管理」狀態下武漢民眾的焦慮、不安與恐懼等負面情緒反

應。

不同於預期，本研究發現雖然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使用都會對民

眾的正面情緒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是新媒體使用比傳統媒體使用更

能顯著影響民眾的正面情緒反應。可能的一種解釋是，新媒體在提供

資訊服務的同時，還為民眾提供了強有力的同伴（peer）、社會（social）

以及情感（emotional）支持（Ngien & Jiang, 2021），因此更易觸發用戶的

正面情緒反應。疫情爆發初期，突然的「封閉管理」以及嚴格的「居家」

政策致使武漢市民只能待在家中，與朋友、家人的線下社交嚴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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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與疫情相關的不確定性、焦慮、孤立無援以及對自己及家人健康

的擔憂等因素誘發的巨大心理壓力難以紓解（Xin et al., 2020）。在此情

境下，社交媒體不僅充當了重要的資訊渠道，更是擔負起溝通聯絡、

提供情感支持的重任，幫助用戶舒緩壓力、增進戰勝疫情的信心與希

望。因此，疫情期間的新媒體使用對於正面情緒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疫情期間，不少傳統官方媒體紛紛通過新

媒體平台發聲，以正面宣傳與積極引導強化民眾戰勝疫情的信心與希

望。例如，在《人民日報》官方微博中，有大量闢謠類、防疫貼士類和

醫患情懷類的報導（常樂等，2020）。民眾對於闢謠類訊息的接觸可以

有效緩解不必要的焦慮與恐懼；對於防疫進展及措施的了解會增強應

對疫情的信心、希望與樂觀之情；醫患情懷類訊息則促使民眾產生情

感共鳴，予人以溫暖和希望。此外，區別於傳統傳播方式的嚴肅與刻

板，《人民日報》抖音官方帳號發布的視頻及配文幽默、親切，甚至有

「段子手」式的調侃，極大增強了訊息的趣味性，強化了其引導和教育

意義（何正權，2020）。也就是說，傳統媒體通過平台轉型，加入新媒

體陣營，持續發揮著穩定民心、增強士氣的作用。

本研究發現，社區有確診病例會反向調節新媒體使用對於正面情

緒的影響作用。疫情期間，中國、韓國等國家都開始使用追蹤確診病

例的應用程序，居民可以輕鬆通過軟件知曉自己與確診病例的距離以

及接觸情況（王冬、徐正全，2021；Suh & Li, 2021），感知周邊的疫情

嚴重程度。當民眾認為周邊疫情較為嚴重時，本來會激發正面情緒反

應的媒介內容，例如防疫的積極進展，反而會令民眾產生質疑與不

滿，抑制正面情緒反應。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資訊加工處理在媒體使用對情緒反應的影響

機制中具有仲介效應。具體來說，媒體使用既可能通過增強民眾的資

訊處理來放大正面情緒，也可能通過增強民眾的資訊處理來強化負面

情緒。疫情爆發期間，民眾對於媒介中未經證實的訊息、假新聞、過

度煽情報導以及「陰謀論」精細地加工思考，可能導致負面思維（negative 

thinking），激發強烈的負面情緒（Jungmann & Witthöft, 2020）。與此相

反，民眾對於大量客觀、科學的疫情報導的深加工可以幫助他們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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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地了解疫情態勢，緩和負面情緒，對於正能量新聞（例如英雄事跡、

榜樣故事等）的深度情感共鳴也更容易激發感動、感激、鼓舞等正面情

緒（李宗亞等，2021）。良好的資訊處理能力也能夠幫助民眾及時辨別

媒介中的虛假資訊與謠言，增強信心。

研究的理論貢獻

本研究的理論貢獻主要有三方面。首先，豐富了「媒介依賴」的相

關研究，專門考察了疫情爆發初期處於「封閉管理」狀態下武漢民眾的

媒體使用概況。以往關於危機情境下「媒介依賴」的研究，更多關注媒

介依賴的認知效果與行為結果，如知識獲取（Hu & Zhang, 2014; Khan 

et al., 2021）、信息尋求與加工（Kim, Sin, & He, 2014; Tai & Sun, 2007）

以及防護行為採納（Allington et al., 2020; Li & Liu, 2020）等。本研究則

重點考察疫情期間媒介依賴引發的情緒反應。研究發現，「封閉管理」

狀態下的高強度媒體使用能顯著激發民眾的正、負面情緒反應；與傳

統媒體相比，新媒體的使用對於民眾正面和負面情緒的影響都更為強

烈。這與以往研究中常常發現新媒體上更多負面內容表達、只能激發

負面情緒反應的結論（Buchanan et al., 2021; Valdez et al., 2020）並不一

致，因此也提醒我們有必要更加細緻、謹慎地探討不同情境下、不同

媒體使用的不同情緒效果。

此外，本研究還發現媒介依賴引發的情緒反應可能受到周邊疫情

嚴重程度的調節。在高度依賴媒介的「封閉管理」環境下，對於疫情的

直接經驗與感受會顯著影響媒體使用與情緒反應之間的關聯強度。這

一結論不僅描摹了非常態危機及強力應對舉措下民眾的媒體使用與情

緒反應概貌，更提醒我們在未來的研究中有必要全面考量社會環境因

素、危機情境因素等對民眾媒介依賴的影響，以期提高研究的針對性

與解釋力。

其次，本研究將民眾在疫情期間的正面情緒納入考察，拓寬了危

機傳播研究的情緒圖譜。突發公共危機事件中，呈現豐富多元的情緒

景觀，但以往的危機傳播研究多聚焦於負面情緒，對正面情緒的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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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與研究還不夠（Restubog, Ocampo, & Wang, 2020）。本研究立足於

新冠肺炎疫情這一突發公共危機，考察了公眾媒體使用對正面情緒的

影響機制，發現疫情危機時期的高強度媒介使用不僅能激發民眾的負

面情緒反應，也能夠觸發信心與希望等正面情緒。本文的結論進一步

豐富了突發公共事件語境下的媒介情緒效果研究，豐富了危機傳播研

究中的情感圖譜。

第三，本研究還檢驗了民眾資訊處理能力對媒體使用與情緒反應

之間的關係具有仲介效應，豐富了心理學研究中認知與情緒的關係維

度。理論表明，認知與情緒是不可分割的，個體對於資訊的認知加工

會對其情緒反應產生顯著影響（Piaget, 1981）。但過去的實證研究多將

認知加工與情緒反應看作兩組獨立的心理機制，對比考察二者的生成

路徑與演化邏輯。本文嘗試將二者看作一個連續的心理過程，探究認

知加工對情緒反應的放大與強化機制；我們不僅從理論層面加以論

述，並在實證層面進行了檢驗。

實踐啟示、研究局限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的現實意義在於：第一，啟示政府及相關機構應該對危機

情境下民眾的正面情緒和負面情緒予以充分理解與包容。新冠肺炎疫

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傳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

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面對這樣嚴重的危機，民眾會產生複雜

的情緒體驗屬人之常情，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秉持「以疏代堵」的原則，

竭力為民眾提供情緒宣洩渠道與情緒疏導服務，真正做到安撫民心、

暢達民意。

其次，建議新媒體平台設立資訊核查部門，加強對不實與虛假資

訊的管控，及時澄清與更正偽信息，以期減少民眾不必要的恐慌與 

焦慮。

第三，本研究還鼓勵傳統媒體加快平台轉型，爭取在重大突發公

共衛生事件中充分發揮新媒體平台的傳播優勢，切實發揮輿論引導與

正面宣傳的積極導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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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媒體使用」的考察維度較為

片面和粗獷，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疫情期間民眾的媒體使用情況。

從媒介類型來說，本研究僅考慮了電視、微信、網路等媒介，沒有將

抖音、快手等熱門短視頻平台納入考量；從使用強度來說，本研究僅

測量了民眾對於媒介中疫情資訊的關注程度，忽略了媒體使用時長、

主動性、接觸內容等維度，未來的研究應考量多維度的媒體使用。

第二，本研究缺乏對「封閉管理」狀態下與日常情況下公眾媒體使

用與情緒反應的對比，後續研究應考慮更加嚴謹細緻的對比研究設計。

最後，本研究僅針對疫情爆發初期、處於「封閉管理」狀態下的武

漢市民展開調查研究，隨著武漢「解封」、我國疫情防控步入常態化，

民眾的媒體使用、資訊處理及情緒反應或已發生較大轉變。後續研究

可參考本研究的問卷設計，繼續探索後疫情時代背景下民眾的媒體使

用、認知加工及情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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